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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胞协作养老：事实、规则与城乡差异
———基于 ＣＨＡＲＬＳ ２０１５ 的分析

□ 郑丹丹，刘晓敏

摘要： 中国家庭赡养父母主要由成年子女合作完成，在性别平等取得进步、经济发展城乡不平衡以及老龄化

日益严重的背景下，探讨当前中国家庭成年同胞间协作养老的状况及具体规则十分必要。 本文利用中

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ＣＨＡＲＬＳ）２０１５ 数据，从个体角度考察同胞关系尤其是同胞间阶层结构对代际

经济支持的影响。 研究发现，在同胞影响个体代际经济支持方面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协作养老主要

发生在农村地区。 从具体的协作规则来看，年龄和性别的作用并不是特别明显，生活状况差异或者说

阶层分化的作用更大，家庭中生活状况好的子女会承担更多养老功能。 本文建议，对城市老人的研究

应关注照料以及情感需求，探讨家庭购买照料服务时养老的不同维度之间的复杂关系；对农村老人的

研究则应考虑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纳入养老文化、村庄特征等变量，深入把握同胞协作养老的内部机理。
关键词： 同胞； 代际经济支持； 协作养老； 城乡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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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同胞间的协作养老

作为有中国特色的家庭制度之一，子女在成年以后对父母的“反馈”现象很早就引起国内外学者的

研究兴趣［１］［２］。 在当代中国，亲子分爨、兄弟分家普遍，同父之下往往有多个独立的生活单位，分家是亲

代抚育责任完成的过程。 对于已经分家的家庭，子代对亲代的赡养是在核心家庭之外展开的。 反馈模

式的所谓“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育丙代”这两个同时进行的过程，分别在家庭外和家庭内展开。 分家

之所以分中有“合”，分家后兄弟之间仍能视为“一家”，主要是因为同胞间所共有的“反馈”责任［３］。 中

西方核心家庭最大的不同，并不在于其内部结构与抚育功能，而在于核心家庭之间的联系，即所谓的

“家际关系” ［４］。 而在横向同胞家庭之间，最普遍的交往便是在共同养老过程中的互助、协商与博弈，这
体现了现代中国家庭的特色。

在当下的压缩现代性情境中，个体一方面面对着后现代式的风险压力①，一方面受到传统文化中关

于家庭责任的一整套生活逻辑以及与养老、抚育相关的社会制度的制约，不可避免地深深嵌入家庭之

中［２］。 如今，虽然已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独生子女政策使一些家庭的同胞数量减少，但社会上承担

养老责任的个体基本上还是非独生子女，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基本上没有到需要子女完全养老的地

步。 另外，三孩政策的出台又标示着未来的同胞网络可能会再次横向拓展，因此在老龄化日益严重的今

天，研究同胞对个体养老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学术界就同胞数量［５］［６］［７］以及同胞间的性别［８］［９］、排行等诸多因素的排列组合［１０］，对家庭养老支

持分工的影响有很多研究。 归纳而言，这些研究大多以父辈为研究起点，探讨子女数量及结构对其所接

受的代际资源的影响，这种测量方法导致子女自身及他们之间关系的信息不够具体深入，无法考察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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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相对生活状况等变量对家庭养老协作的影响。 本文认为，目前家庭养老的承担者主要是出生于

１９５０－１９７０ 年的个体，他们经历了改革开放等重大社会变迁，兄弟姐妹之间出现阶层分化的情况较为普

遍，兄弟姐妹之间的互动乃至互助比较频繁，协作养老更是顺理成章的事实［１１］。 因此，从个体角度进行

研究，尤其是关注同胞间的阶层结构对协作养老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及学术价值。
另外，有学者认为，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不断完善，人口经济状况不断改善，未来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更

多的是“锦上添花”，而不再是“养老的需要” ［７］。 这一观点很有启发性，事实上，我国的城乡不平衡发展

导致这一观点可以较好地运用到当前的城乡家庭养老研究中。 本文认为，经济发展程度差异较大的城

市和农村地区有可能在家庭协作养老方面秉持着完全不同的逻辑。 事实是否如此，需要进一步研究。
鉴于前述几个问题，本研究试图在如下三个方面进行创新：第一，以子代为研究起点，深度探讨同胞

关系对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第二，探讨同胞间阶层结构关系对个体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第三，探讨城

乡养老逻辑是否出现了重要差异。

二、文献综述：同胞数量、结构的影响及城乡差异

家庭在中国人心中具有“类宗教”的文化意义［１２］７２，家本位在现代化过程中并没有根本改变，而是

作为历史变迁中自发保存并具备相对稳定特征的“恒常”在发挥作用，影响中国人的行为与社会关系［１３］。
学者们注意到，在社会转型期，中国的亲属网络发挥社会保障功能，成为个体抵御风险的最后堡垒［１４］［１５］。

（一）子女数量与代际支持：对同胞间协作养老的检验

近代以来，特别是 １９４９ 年以后，家庭的抚幼、养老功能被分解，多子家庭亲子分爨所形成的网络家

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养老责任由子代单元家庭分担，“家内”养老方式被“家际”养老模式取代［３］［１６］。
于多子女家庭的父母而言，这意味着赡养老人不再是某个儿子或女儿的责任，而是多个家庭的责任，因
此往往需要子女各自的核心家庭就养老问题进行频繁互动，通过协商、博弈等过程实现合作式养老［１７］。

针对子女规模如何影响老年人的赡养福祉这一问题，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子女规

模的扩大会显著提高老年父母获得养老资源［５］［７］［１８］，另一种则认为子女规模对老人获得的经济支持并

没有直接影响［６］［１９］。 一个家庭中，履行赡养义务的子代数量越多，父代获得的代际支持越多，这似乎顺

理成章，然而有学者认为，每个子女对父母提供的净经济供给并不会固定不变，子代数量与他们提供的

代际资源总量之间并不一定会呈简单线性关系。 相反，不少家庭中的子女对年老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

总量相对稳定，大体相当于“填补”父母维持正常生活所需的“缺口”，这被称为“经济供给填补理

论” ［２０］，表明父辈所接受到的代际支持存在“隐性天花板”。 在这种情况下，子女数量与父母获得的代

际支持总量没有关系，而和每个子女提供的资源存在负相关：一个家庭的子女数量多，每个子女提供的

资源就少。
从子辈角度来看，已有研究认为子女数量影响老人获得的代际支持资源可能存在“卸责”说和“示

范”说两种相反的机制。 其中“卸责”说指出，子女数量增多，出于利己主义，子女之间会互相推卸责任，
“三个和尚没水喝”，因而每个子女在时间和金钱上对父辈的投入会越来越少［２１］［２２］［２３］。 另一种机制

“示范”说则认为，多同胞的子女在为父辈提供代际支持时，会将自己的兄弟姐妹作为参照群体，子女间

会存在一种攀比效应，即提供代际支持少的子女会向提供代际支持多的子女看齐［２２］［２４］。
（二）同胞结构与代际支持：协作养老的规则

相关研究表明，子代家庭在亲代赡养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分工协作。 在传统社会，女儿作为“泼出

去的水”没有继承财产的权利，相应地也没有赡养父母的义务。 如果家里有两个儿子，分家时要约请父

系、母系双方的亲戚，当着他们的面规定各个儿子应得的部分，还要规定儿子的赡养义务；哪个儿子养父

亲，哪个儿子养母亲，由儿子们协作养老［１］。
当今背景下儿子独立养老显然已不能满足迅速发展的养老需求，以事业为重的男性扮演“主外”角

色，可能无暇照料父母，儿子的缺位使父母奉养的空位需要有人来填补，社会事实呼唤着女儿养老［２５］。
性别似乎是个体所提供的代际支持的重要影响因素。 以往研究认为，儿子家庭仍然是老年父母经济支

持和实际支持的主要来源，女儿家庭则主要为父母提供情感支持［２３］。 有的学者则发现，“儿子出钱、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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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出力”的性别分工模式主要出现在农村，在城市，女儿在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两个方面的直接效应都

超过儿子［８］。 另外，子女们提供养老支持还会考虑接受养老的父母的性别是否“适配”，以此来避免不

必要的麻烦［２６］。
与此同时，是否外出也成为调节子女之间养老分工的重要变量。 子女在外出后所达到的经济收入

水平影响其对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数量，远距离外出的子女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父母的物质回馈，对于

在本地有兄弟姐妹的人群而言，他们为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其他群体［２７］。 在农村地区

的多子家庭中，有一定数量的生活自理能力较差的老年人由已婚儿子轮流赡养，这些被赡养的老年人使

已婚儿子、儿媳所组成的核心家庭轮流呈现出“直系家庭”的形式。 轮养在 ８０ 岁及以上老年人中比较

突出，其中单亲被轮养的情况明显高于双亲［２８］。
在我们看来，非独生子女赡养父辈是一个多方合作、协商甚至博弈的过程，个体提供给父辈经济支

持会参照同胞情况，但这种参照并不是机械的参照，而是基于同胞各方面的考量。 以往学者较少关注这

一方面，在同胞对于个体提供代际支持所发挥作用的影响机制方面研究较少，我们试图从这方面入手，
从子辈主体的角度探讨子女规模如何影响老年人的养老福祉；与此同时，力图探索个体与同胞间的结构

如何进一步影响个体提供给父辈的代际经济支持。
（三）城乡差异：养老的不同逻辑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养老保障体系的发展，老年人的经济独立程度逐渐提升，但城

乡之间仍有较大差异。 由于经济模式与保障体系的不同，农村老人与城市老人的非子女经济供给金额

（包括养老金收入、参与劳动的净收入、储蓄存款的利息收入、从政府与组织得到的各种补贴收入等）差
距较大［２０］。 虽然我国大部分老年人拥有养老保险，但农村地区老年人领取养老金的比例以及金额都远

远低于城市地区老年人，往往难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 城市地区的老年人群能够依靠自己的养老金生

活的比例远高于农村地区老年人，而农村地区老年人主要依靠子女的资助和自己劳动或工作所得度

日［２９］。 因此，对于农村老年人而言，子女资助是其生活的重要来源，子女的经济供养在我国农村地区还

在发挥重要作用。 有研究表明，作为经济供养者，子女数的作用似乎只有老年人自己的经济独立性削减

或丧失之后，才会显得重要起来［６］，因此本文认为，同胞数量抑或是同胞结构对于个体提供父辈经济支

持的作用理应具有城乡差异，在农村更为显著。
另外，由于农村受“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影响更大，农村老人从主观层面上来讲会更依赖子女赡

养，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子女会将赡养父辈内化为自己理所应当的责任，因此同胞间的协作

养老现象在农村更加普遍且重要。
基于上述分析，从客观与主观层面上来讲，城乡之间的养老具有重大差异，对于城市地区老人而言，

子女的经济支持更多是“锦上添花”，并没有强制性与迫切性，更多的是一种孝心的表达，这时子女间不

一定形成养老协作；而对于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子女的经济支持基于现实需求，更多地带有义务性质，养
老协作更为普遍。 因此本文认为，在探究同胞对个体提供父辈经济支持的影响这一问题时，分城乡深入

探讨十分必要。

三、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 ２０１５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以下简称 ＣＨＡＲＬＳ）。 ＣＨＡＲＬＳ 是由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执行的一项大型追踪调查项目，旨在收集中国 ４５ 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数据，
在中国 ２８ 个省份、１５０ 个县区、４５０ 个村（居）开展，共调查了 １０２２９ 户家庭。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除了针对被

访者收集了详细的个人信息和代际互动信息之外，还收集了被访者兄弟姐妹的个人信息，包括主观评

价、性别、年龄等特征。 本研究探讨同胞对个体家庭养老的影响，因而使用 ＣＨＡＲＬＳ 较为合适。
本研究的具体分析对象是那些有在世父辈且同时有在世兄弟姐妹的被调查者，符合这两个条件的

有 ２６３１ 人。 当本文探讨同胞数量对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时，就使用这部分数据。 本文还考察同胞结构

对个体代际经济支持产生的影响，这时还要考虑被访者每一个同胞的信息以生成同胞结构变量。 由于



■
■

■

第 ３６ 卷 第 ２ 期■■■■■■■■■■■■■■■
■■■■■■
总第一七四期

■
■

■
■

■
■

■

７１　　　

■■
■■
■■
■■
■■
■■

■■
■■
■■
■■

■■■

一个受访者可能有多个同胞，一条受访者信息则会变成多条，匹配过后的样本量为 １０６６１。
本文后续的数据分析根据不同主题，选择使用上述两个数据（个人数据和同胞数据），剔除所有变

量的缺失值后得到每个模型具体的分析样本。
（二）变量设置

１．因变量：代际经济支持

前面我们交替使用了“养老”和“代际经济支持”两个概念，很显然，养老概念比代际经济支持更宽

泛，大致可以包括代际经济支持、照料、代际情感支持等几个维度。 本文实际上探讨的是代际经济支持。
文中使用养老概念主要是因为：第一，养老概念被普遍使用，它与人们的日常用语更契合，简洁且便于理

解。 比如“同胞协作养老”，如果写成“同胞协作进行代际经济支持”，就过于冗长且拗口。 第二，有些文

献的内容同时包括几个方面，用养老概念更能囊括这些研究成果［８］。
事实上，对存在“照料危机”的当下社会而言，养老的照料维度非常值得探讨。 然而，由于照料的测

量比较困难，一些数据中的照料测量可能不是很准确。 另外，随着照料的社会化日渐普遍，一些家庭的

养老照料也转化为了经济支持（出钱购买服务）。 因此，基于上述两个方面，本文后续的定量分析主要

聚焦于代际经济支持，将之操作化为自身提供给父辈的经济支持数量以及自身提供给父辈的净支持方

向两个变量。
自身对父辈的经济支持数量指的是被访者家庭过去一年给父亲、母亲的钱物总和，按照惯例（加 １）

取对数。 将自身提供给父辈的经济支持减去父辈提供给自身的经济支持，计算出对父辈的净支持，净支

持小于等于 ０ 记为“０”，净支持大于 ０ 记为“１”。
２．自变量：同胞状况

同胞状况包括同胞数量与同胞结构。 同胞数量只计算被调查者在世的同胞。
在将每一条同胞的主观评价、年龄、性别信息与被访者的信息匹配之后，本文以被访者 ＩＤ 作为基

准，针对每一条观测值，构建被访者的同胞结构，包括阶层结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 具体来说，由于

数据没有对同胞阶层地位的直接测量，本文采用针对被访者的一个类似主观阶层评价的问题“与（某
一）兄弟姐妹相比你过得怎么样 ”来构建同胞与自身的相对阶层差，为五分变量，分别是“比我好很多”
“比我好一点”“和我差不多”“比我差一点”“比我差很多”。 年龄结构由计算同胞与被调查者的年龄差

所得：年龄差大于 ０ 记为“１”，即年长同胞；小于 ０ 记为“０”，即年幼同胞。 性别结构则操作化为同胞与

被访者性别是否相同，与受访者性别相同记为“１”，性别相异记为“０”。
３．控制变量

父辈信息。 父辈特征会影响个体对父辈的代际经济支持，因此我们将父辈户口、父辈年收入、父辈

职位、父辈健康状况纳入控制变量。 若父辈存在多个观测值（比如有继父继母或养父养母），父辈户口

操作化为在世父亲的户口状况，父辈年收入操作化为在世父辈的年收入总和，父辈职位操作化为在世父

辈的最高职位，父辈健康操作化为在世父辈的最差健康程度。
个体信息。 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为常见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女性＝ １，男性＝ ０）、户口（城市＝ １，

农村＝ ０）、年龄、年龄平方、教育水平（文盲＝ １，小学到初中＝ ２，初中到高中＝ ３，大学及以上＝ ４）、婚姻状

况（已婚＝ １，其他状况＝ ０）、资产（现金、金融机构存款、债券、股票、基金以及住房公积金之和）①。
地区特征。 地区特征以省份虚拟变量来测度，数据共涉及 ２８ 个省份。
（三）变量基本情况

针对符合本文要求的 ２６３１ 个被访者以及匹配了同胞信息的 １０６６１ 条信息，表 １ 展示了变量的基本情况。
研究样本中，个体提供给父辈的代际支持数量均值为 １２２７．８ 元，标准差为 ２３０７．８ 元，提供给父辈的

净支持大于 ０ 的比例为 ７２．９％，提供给父辈的净支持小于等于 ０ 的比例为 ２７．１％。 总体上来讲，受访者

普遍向父辈提供经济支持。

① 按照常识，固定资产是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们所分析的数据中虽然有对房产的测量，但是缺失值过大，且要确切推算出
房产金额不仅难度特别大，而且准确度不会高，还容易引起争议，所以本文就没有特别去处理固定资产这一变量，而直接运用了相对比
较准确的资产这一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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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均值（标准差） 变量名 均值（标准差）
代际经济支持数量 ／元 １２２７．８（２３０７．８） 年龄 ／岁 ５４．１（６．４）
资产 ／元 ２３２７５（９９２７３） 同胞数量 ／个 ３．８（１．６）
父辈年收入 ／元 ７０３．１（３５３５．１）

变量名 百分比 变量名 百分比

净支持（参照组：小于等于 ０） 父辈职位（参照组：机关企事业负责人）
　 　 大于 ０ ７２．９ 　 　 高级技术工作者 ４．０
性别（参照组：男） 　 　 普通职业 ９２．８
　 　 女 ５６．２ 父辈户口（参照组：城市）
婚姻状况（参照组：其他状况） 　 　 农村 ８０．２
　 　 已婚 ８９．１ 阶层结构（参照组：差很多）
户口（参照组：城市） 　 　 比我好很多 ２８．３
　 　 农村 ７４．９ 　 　 比我好一些 １４．３
教育程度（参照组：大学及以上） 　 　 和我差不多 ４７．０
　 　 文盲 １４．１ 　 　 比我差一些 ７．４
　 　 小学及以下 ３８．１ 年龄结构（参照组：年幼）
　 　 初中到高中 ４６．５ 　 　 年长 ３７．４

　 　 在同胞方面，因为受访者均在 １９７０ 年之前出生，计划生育政策还没有实施，因此受访者平均有 ３．８
个兄弟姐妹。 同胞之间的发展状况出现一定差异，超过 ３０％的同胞情况比受访者好很多或比受访者差

很多。 这恰好契合我们的预判和研究主题之一：正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被访者多出生于多子女家庭，且
兄弟姐妹之间的社会分化程度比较高，本文才特别关注同胞之间的特征对协作养老的影响。

表 ２　 同胞数量对个体经济支持的影响

模型 １
经济支持量

模型 ２
净支持

同胞数量 －０．０４８∗∗∗ ０．１４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６）
女性 －０．２０３∗∗∗ ０．３５２∗∗∗

（０．０５５） （０．１１５）
年龄 －０．００２ －０．２１６∗

（０．０４１） （０．１２３）
年龄平方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居住地 －０．０８７∗∗∗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３０）
已婚 ０．２３６∗∗ ０．５５１∗∗∗

（０．０９５） （０．１６３）
城市 ０．１８１∗∗ －０．５０９∗∗∗

（０．０８０） （０．１７１）
教育水平 ０．２０１∗∗∗ ０．１３５

（０．０４２） （０．０８８）
资产（对数） ０．０９１∗∗∗ ０．１２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６）
父辈年收入（对
数） ０．０２９∗∗∗ ０．０４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３）
父辈职位 ０．０１５ ０．１３４

（０．０４８） （０．１２９）
父辈健康 ０．０２４ ０．０９６∗

（０．０２５） （０．０５２）
省级单位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６．１４９∗∗∗ ２．９８８

（１．２４５） （３．５５７）
观测值 １，６４３ ２，１０９
Ｒ２（Ｐｓｅｕｄｏ） ０．２４８ ０．０５７

　 　 注：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１， ∗∗ｐ＜０．０５， ∗ｐ＜０．１。

四、同胞间的协作养老

以往对于子女数量如何影响老年人的养老福祉的研究说

法不一，且多从父辈角度来阐述，本文试图从子辈的角度探究

同胞数量对于个体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城

乡差异及同胞结构的影响。
（一）同胞数量对个体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

表 ２ 展示了同胞数量对个体提供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
其中，模型 １ 的因变量为提供给父辈的经济支持数量（取对

数），模型 ２ 的因变量为提供父辈的净支持，参照类为提供父

辈的净支持小于等于 ０。
表 ２ 的统计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个体以及父辈的相关信息

后，同胞数量每增加一个，个体提供给父辈的代际经济支持减

少 ５％［ｅ－０．０４８－１≈－０．０４７，ｐ＜０．０１］；相对于对父辈经济净支持

小于等于 ０，个体对父辈经济净支持大于 ０ 的几率提高 １５％
［ｅ０．１４２－１≈０．１５２，ｐ＜０．０１］。

本文认为，同胞数量越多，个体支持父辈的可能性增加，这
说明同胞的存在确实有助于激发个体的养老倾向，对“示范

说”是一个印证。 在个体确实进行养老的情况下，同胞数量多

的个体提供给父辈的代际经济支持更少，说明同胞的存在会减

轻个体的养老压力，本文认为这就是协助养老的本质和功能：
大家都参与养老，共同分担，减少压力。

另外，我们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表 ２ 显示，控制其他

相关变量之后，城市个体提供给父辈的经济支持量高于农村个

体，但是农村个体提供给父辈经济净支持的几率却高于城市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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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我们推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农村和城市的代际支持可能存在差异：城市老人经济实力较强，虽然

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量较大，但他们给子女的回馈也较多，代际之间的经济交往更类似于“礼尚往来”，
相对而言，真正的经济养老（子女给钱多于父母的付出）反而不如农村普遍。

表 ３　 同胞数量对个体代际支持影响的城乡差异

农村 城市

模型 ３
经济支持量

模型 ４
净支持

模型 ５
经济支持量

模型 ６
净支持

同胞数量 －０．０６１∗∗∗ ０．１４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７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８３）

个人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父辈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级单位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５．５７１∗∗∗ ４．３６４ ８．６４６∗∗∗ ２．１８９
（１．７６８） （４．７１２） （２．４１１） （７．６８６）

观测值 １３３５ １６７９ ３０８ ４３１
Ｒ２（Ｐｓｅｕｄｏ） ０．２４９ ０．０８４ ０．２１２ ０．１３４

　 注：１．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１， ∗∗ｐ＜０．０５， ∗ｐ＜０．１。
　 　 ２．表 ３ 中的模型设置与表 ２ 相同，对个人变量、父辈变量、省级单位等变

量均已控制，为了使呈现结果更简洁，没有具体显示这些结果，只注明“已控

制”。 本文后面几个表与此类似，不再重复说明。

为了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我们

按照父辈户口的不同设置了模型 ３—模

型 ６（表 ３）。
父辈户口为农村的模型 ３ 与模型 ４

中，在控制了其他相关变量的情况下，同
胞数量对个体提供的经济支持具有显著

影响。 具体来说，控制其他变量之后，同
胞数量每增加一个，个体提供给父辈的代

际经济支持减少 ６％［ｅ－０．０６１－１≈－０．０６０，ｐ
＜ ０． ０１］，个体支持父辈的几率则提高

１６％［ｅ０．１４９－１≈０．１６０，ｐ＜０．０１］。 在父辈

户口为城市的模型 ５ 与模型 ６ 中，我们发

现，同胞数量对于个体提供的经济支持并

没有显著影响。
以上数据印证了我们关于城乡养老

存在差异的推测。 本文认为，农村父辈的经济水平相对较差，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多以满足父辈的基本

生活为目的，因此同胞数量越多，分担到个体身上的经济压力则越小。 同胞数量越多，个体更倾向于支

持父辈，则更多是因为子女数量越多，经济资源本就不丰富的农村父辈给各个子女的经济支持越少。 另

外，我们还推断这可能与社区情理压力的存在有关［３０］。 农村社区相对于城市社区的生活环境有很大不

同，市民完全可以选择独来独往的生活方式，没有人会过多关心、干涉他的私人生活。 而在农村，大家互

相熟识，喜欢对他人的生活评头品足，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别人的注视之下 ，因而

形成了实质上的相互制约［１２］６５。 被调查者受社区舆论的影响，乐于（或不得不）维护自己在别人眼中的

面子，希望维持自己孝顺的形象———起码不能比自己的兄弟姐妹差，因而会倾向于支持父辈。
（二）同胞结构对个体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

本文认为在家庭养老实践中，个体会参照同胞与自身的相对情况来确定提供给父辈的经济支持。
我们设置了模型 ７—１２ 来深入分析这一问题，分男女设置模型的目的是探究同胞间性别结构对代际经

济支持的影响。
表 ４ 结果显示，个体与同胞间的结构关系显著影响其提供给父辈的经济支持。 从阶层结构来看，模

型 ７ 表明，同胞情况“比我好很多”的个体给父辈提供的经济支持较少。 具体来说，控制其他相关变量

之后，同胞情况“比我好很多”的个体提供的经济支持较同胞情况“跟我差不多”的个体少 １０％［ｅ－０．１０５－１
≈－０．１０１，ｐ＜０．０１］。 同胞情况“比我差一些”的个体相较于同胞情况“跟我差不多”的个体提供父辈的

经济支持多 １１％［ｅ０．１０４－１≈０．１１０，ｐ＜０．０５］。 在提供父辈的净支持方向方面，模型 １０ 显示，同胞情况“比
我好很多”的个体更不倾向于支持父辈，同胞情况“比我差一些”的个体则更倾向于支持父辈。

同胞间所应承担的养老责任按理来说都是一致的，但是在实际分配时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张力与弹

性。 在养老实践中，子女间往往会根据自身与同胞间的相对情况来承担相应的养老经济责任。 很多家

庭中的养老责任分配并不平衡，某一（几）个处于相对优势地位子女可能会承担更多责任，这种看似不

公平的现象缘何能够存在？ 本文认为在于非独生子女个体在履行养老义务时，并不是将自己作为提供

支持的孤立的个体，他们与自己的同胞组成了共同体，因此多子女的养老问题表面上是“多对一”，其实

本质上是“一对一”，优势成员会弥补弱势成员在对父辈经济赡养上一定程度的缺位，以保证共同体输

送足够的养老资源。 应该说，赡养的“经济供给填补理论”比较符合现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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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同胞结构对个体代际支持的影响

模型 ７ 模型 ８ 模型 ９ 模型 １０ 模型 １１ 模型 １２

经济支持量
经济支持量

（男性）
经济支持量

（女性） 净支持
净支持
（男性）

净支持
（女性）

阶层结构
　 　 比我好很多 －０．１０５∗∗∗ －０．１０７∗∗ －０．１０４∗∗ －０．２９２∗∗∗ －０．４０６∗∗∗ －０．２２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１） （０．０６５） （０．０９８） （０．０９０）
　 　 比我好一些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５ －０．２８７∗∗ ０．２２４∗

（０．０３９）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１） （０．０８５） （０．１２５） （０．１２２）
　 　 比我差一些 ０．１０４∗∗ ０．１６４∗∗ ０．０２７ ０．４０４∗∗∗ ０．１５７ ０．７２７∗∗∗

（０．０４９） （０．０７０） （０．０６８） （０．１２５） （０．１７０） （０．１９３）
　 　 比我差很多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 ０．２２６ ０．１８３ ０．２２７

（０．０７３） （０．１１５） （０．０９３） （０．１７９） （０．２９０） （０．２３４）
年龄结构：年长 －０．０２８ －０．０８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５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８）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７） （０．０６１） （０．０９２） （０．０８４）
性别结构：同性 －０．０１０ －０．１０６∗∗∗ ０．０５９∗ ０．２０５∗∗∗ ０．２４５∗∗∗ ０．１７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４） ０．０５６ （０．０８３） （０．０７９）
个人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父辈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级单位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５．７３０∗∗∗ １．７３３ ７．１１３∗∗∗ ３．１４７∗ －１０．４１ １．０４８

（０．６５３） （１．４６４） （０．７２１） （１．８６０） （４９４．１） （２．２７８）
观测值 ６２３３ ２７４１ ３４９２ ７７９９ ３４５４ ４３２０
Ｒ２（Ｐｓｅｕｄｏ） ０．２３６ ０．２２９ ０．２７８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６ ０．０９１

　 　 注：１．∗∗∗ｐ＜０．０１， ∗∗ｐ＜０．０５， ∗ｐ＜０．１。
　 　 　 ２．同胞阶层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的参照类分别为“跟我差不多”“年幼”“异性”。

从年龄结构来讲，仅在模型 ８ 中，年龄结构对于个体提供的代际支持具有显著影响：有年长同胞的

男性相比于有年幼同胞的男性，给父辈提供的经济支持数量更少。
我们还发现，男性如果有兄弟，他提供给父辈的经济支持量会越少，与此相反，女性如果有姐妹，她

提供给父辈的经济支持量却会增加，也就是说，对于男性和女性而言，同性同胞对其经济支持的影响机

制是不同的，儿子更倾向于“卸责”，而女性更倾向于“示范”。
同样地，将同胞结构对个体代际支持的影响也分为农村和城市两个区域进行考察，我们发现，这一

影响在农村地区表现比较明显（表 ５），具体影响方式和程度与表 ４ 比较接近，我们就不再一一赘述。
表 ５　 同胞结构对于个体代际支持的影响（农村）

模型 １３ 模型 １４ 模型 １５ 模型 １６ 模型 １７ 模型 １８

经济支持量
经济支持量

（男性）
经济支持量

（女性） 净支持
净支持
（男性）

净支持
（女性）

阶层结构
　 　 比我好很多 －０．０９５∗∗∗ －０．１１４∗∗ －０．０７２ －０．２８２∗∗∗ －０．４３９∗∗∗ －０．１７６∗

（０．０３４）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７５） （０．１１３） （０．１０３）
　 　 比我好一些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４ ０．１１４ －０．２０２ ０．３４６∗∗

（０．０４３） （０．０６６） （０．０５６） （０．１０３） （０．１４９） （０．１４７）
　 　 比我差一些 ０．１３３∗∗ ０．１８０∗∗ ０．０７０ ０．３７６∗∗ ０．１２３ ０．６３８∗∗∗

（０．０５４） （０．０７６） （０．０７４） （０．１５０） （０．２０５） （０．２２７）
　 　 比我差很多 －０．０５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４９ ０．１３９ ０．０１２ ０．２５２

（０．０７８） （０．１２２） （０．０９９） （０．２００） （０．３１４） （０．２６７）
年龄结构：年长 －０．０２６ －０．０７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１４３ ０．０６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９） （０．０７１） （０．１０６） （０．０９７）
性别结构：同性 －０．０１９ －０．１０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８ ０．２０３∗∗ ０．１５０∗

（０．０２８）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７） （０．０７６） （０．０９６） （０．０９１）
个人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父辈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级单位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５．１０１∗∗∗ ０．７２０ ７．７１９∗∗∗ ２．４５８ －４．６７６ ９．９５３

（１．２４５） （１．６１５） （１．２９３） （２．５５３） （６６５．６） （４０９．１）
观测值 ５１８７ ２３３１ ２８５６ ６３８１ ２７９８ ３４９３
Ｒ２（Ｐｓｅｕｄｏ） ０．２３３ ０．２３０ ０．２６７ ０．０６５ ０．０７４ ０．０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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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城市地区，同胞间的年龄结构对个体的经济赡养完全没有影响，阶层和性别结构几乎不影响人们

提供给父母的经济支持量，只在是否提供净支持方面稍有影响：男性会由于同胞比自己状况好而减少支

持父母的可能性，女性则更可能因为同胞比自己状况差而支持父母。 对男性而言，有兄弟存在，会提高

他对父辈净支持的可能性，女性姐妹的促进作用则消失（表 ６）。
表 ６　 同胞结构对于个体代际支持的影响（城市）

模型 １９ 模型 ２０ 模型 ２１ 模型 ２２ 模型 ２３ 模型 ２４

经济支持量
经济支持量

（男性）
经济支持量

（女性） 净支持
净支持
（男性）

净支持
（女性）

阶层结构

　 　 比我好很多 －０．１０７ －０．１６２ －０．０１１ －０．２６３∗ －０．４３２∗ －０．２８４
（０．０８０） （０．１０７） （０．１０５） （０．１５１） （０．２５７） （０．２１３）

　 　 比我好一些 ０．００１ －０．２２４∗ ０．１６９ －０．１１１ －０．６１９∗∗ －０．０４８
（０．０８９） （０．１１９） （０．１１７） （０．１７０） （０．２９５） （０．２４３）

　 　 比我差一些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１ ０．３８８ －０．１６９ ０．９７０∗∗

（０．１１４） （０．１５２） （０．１５３） （０．２４８） （０．３８１） （０．３９７）
　 　 比我差很多 ０．２１６ －０．２９１ ０．２７５ ０．３４６ ０．２２５ ０．１９９

（０．１９２） （０．３２４） （０．２２８） （０．４３９） （１．１０６） （０．５２６）
年龄结构：年长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０ ０．０８６ ０．２２３ ０．０７３

（０．０７０） （０．０９３） （０．０９１） （０．１３４） （０．２３７） （０．１８５）
性别结构：同性 －０．０１１ －０．１０５ ０．０５１ ０．０２４ ０．４２７∗∗ ０．１６０

（０．０６３） （０．０８３） （０．０８３） （０．１２３） （０．２０６） （０．１７５）
个人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父辈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级单位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８．４１３∗∗∗ １２．０３∗∗∗ ７．３５６∗∗∗ ３．９９７ －４７．９９ １３．３４∗

（１．１８９） （４．０１８） （１．４４４） （３．４９２） （１，０５５） （７．０２０）
观测值 １，０４６ ４１０ ６３６ １，４０９ ５５７ ８０３
Ｒ２（Ｐｓｅｕｄｏ） ０．２３０ ０．３９２ ０．３２６ ０．１００ ０．２０４ ０．１５９

五、结论与讨论

中国家庭中的代际关系秉持与西方不同的“反馈”模式，这基本成为学界共识。 在成年兄弟分家普

遍的情况下，反馈模式中“乙代赡养甲代”主要在横向同胞家庭之间通过协商、博弈与合作完成，这体现

了现代中国家庭的特色。 经过较长时间各种因素主导的性别平等过程，女儿参与养老已经非常普遍，这
可以说是不同于传统家庭的一个新特点。 关于协作养老，学者们从同胞数量、同胞间的性别与排行等诸

多因素及其排列组合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 ＣＨＡＲＬＳ２０１５ 数据，从子女角度考察同胞关系尤其是同胞间阶层结构对代

际经济支持的影响，并探讨城乡养老逻辑是否存在差异。 本研究有以下几点发现。
第一，在同胞影响个体代际经济支持方面确实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协作养老主要发生在农村，在

城市并不显著。 本文认为这主要是由我国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等各方面的显著差

异导致的。 不平衡发展的城市和农村地区在家庭协作养老方面遵循着不同的逻辑，城市老人大多经济

可以自足，因此城市家庭的代际经济支持更多的是“锦上添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满足“养老需求”，
也就谈不上协作养老，兄弟姐妹的存在并不会对个人的代际经济支持行为产生显著影响；而有些农村老

人并不能完全做到经济自足，子女仍需进行“雪中送炭”式的协作养老。
第二，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同胞协作养老的传统依然保存着：兄弟姐妹数量增多会增加其养老的可

能性（即存在兄弟姐妹间的养老示范作用），但会降低其养老的压力，实现同胞间的协作养老。
第三，从子女间具体的协作原则来看，年龄和性别的作用并不是特别明显，生活状况差异或者说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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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分化的作用更大一些。 如果有比自己条件好的同胞，个体养老的可能性和经济支持的量都会减少；反
之，如果有条件比自己差的同胞，养老可能性和支持量则会增加。 本文认为，目前家庭养老的承担者主

要是出生于 １９５０—１９７０ 年的个体，他们经历了改革开放等重大社会变迁，兄弟姐妹之间出现阶层分化

的情况较为普遍，兄弟姐妹之间的互动乃至互助比较频繁，能较好地解决协作养老问题，也在近几十年

社会变迁较为急剧的情况下较好地维系了中国家庭功能的坚韧性。
通过这些研究发现，我们可以推论，等到中国独生子女一代成为养老主体时，他们的养老策略和行

为与其父辈的同胞协作养老方式肯定是不一样的。 中国家庭是否会在实践过程中生产出新的养老策

略，以消解可能出现的困境？ 比如江浙及其他一些地区出现的“两头走”婚姻形式等［３１］［３２］，未来会衍生

出怎样的养老形态？ 这些问题都值得学术界关注。
另外，我们建议未来的养老研究应该依据老人的城乡属性加以区分，有针对性地就不同研究主题进

行深入探析。 对城市老人而言，经济供养大多不是问题，需要尤其关注的是其照料需求以及情感需求，
探讨家庭购买照料服务时养老的不同维度之间的复杂关系。 对农村老人而言，就经济方面的协作养老

的具体规则还可以深入发掘。 同时，研究还可以考虑不将农村作为一个笼统的整体进行探讨，而是根据

其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区分，甚至纳入养老文化、村庄特征等变量，更好地把握影响同胞协作养老的内部

机理，以利于提高农村老人的养老资源获得。 这些工作可能有利于在未来我国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生育政策逐步放宽、多子女家庭在理论上成为常态的社会形态下，更好地应对全社会的养老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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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第 ３６ 卷 第 ２ 期■■■■■■■■■■■■■■■
■■■■■■
总第一七四期

■
■

■
■

■
■

■

７７　　　

■■
■■
■■
■■
■■
■■

■■
■■
■■
■■

■■■

［２３］伍海霞．中国农村网络家庭中养老支持的趋势与变迁———来自七省调查的发现［Ｊ］．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６（１）：１１８－１２５．
［２４］Ｊｏｈｎ Ｒ Ｌ， Ｆｕｑｉｎ Ｂ．Ｐａｒｅｎｔｓ’ ｎｅｅｄｓ，ｆａｍｉｌ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Ｊ］．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ｒｕｍ，２００３（１）：８５－１０１．
［２５］甘雪慧，风笑天．孝道衰落还是儿女有别———子女视角下中青年人养老孝道观的比较研究［Ｊ］．中国青年研究，２０２０

（３）：５－１５．
［２６］Ａｎｇｅｌｉｎａ Ｇｒｉｇｏｒｙｅｖａ．Ｏｗｎ ｇｅｎｄｅｒ， ｓｉｂｌｉｎｇ’ｓ ｇｅｎｄｅｒ，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ｇｅ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ａｒｅｎｔ ｃａｒｅ ａｍｏｎｇ ａｄｕｌｔ ｃｈｉｌ⁃

ｄｒｅｎ［Ｊ］．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７，８２（１） ：１１６－１４６．
［２７］张文娟．成年子女的流动对其经济支持行为的影响分析［Ｊ］．人口研究，２０１２（３）：６８－８０．
［２８］王跃生．农村老年人口生存方式分析———一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Ｊ］． 中国人口科学，２００９（１）：７６－８７＋

１１２．
［２９］杜鹏，孙鹃娟，张文娟，等．中国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及家庭和社会养老资源现状———基于 ２０１４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

调查的分析［Ｊ］．人口研究，２０１６（６）：４９－６１．
［３０］杨善华，吴愈晓．我国农村的“社区情理”与家庭养老现状［Ｊ］．探索与争鸣，２００３（２）：２３－２５．
［３１］高万芹．双系并重下农村代际关系的演变与重构———基于农村“两头走”婚居习俗的调查［ Ｊ］．中国青年研究，２０１８

（２）：１１－１７
［３２］赵方杜，杨丽珍．双系制养老：“半招娶”婚姻中家庭养老的选择与风险———基于闽南后村的考察？ ［Ｊ］．新视野，２０２０

（６）：１１５－１２１．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Ｓｉｂｌｉｎｇｓ：
Ｆａｃｔｓ，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ＨＡＲＬＳ ２０１５
ＺＨＥＮＧ Ｄａｎ－ｄａｎ， ＬＩＵ Ｘｉａｏ－ｍｉｎ， ＨＵＳ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ａｄｕｌ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ｇｅｎｄｅｒ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ａｇｉｎｇ，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ｍｏｎｇ ａｄｕｌｔ ｓｉｂｌｉｎｇ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ＣＨＡＲＬＳ ２０１５ ｄａｔａ，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
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ｉｂｌ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ｍｏｎｇ ｓｉｂｌｉｎｇ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ｒｏｍ ａ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ｉｂｌｉｎｇｓ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ｓｉｂｌｉｎｇ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ｏｃｃｕｒ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ｇｅ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ｈａｖｅ ａ
ｓｍａｌｌ ｐａｒｔ ｔｏ ｐｌａｙ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ｒ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ｇｏｏｄ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ｗｉｌｌ ｂｅａｒ ｍｏｒ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ｏ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ｒｅ ｗｈｅｎ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ｃ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ｒ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ｔｏ ｄｅｅｐ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ｓｉｂｌ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ｏ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ｉｂｌｉｎｇｓ；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ｏ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责任编辑　 王婷婷


